
遏 制 的 逻 辑

——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①

宋德星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

(b rinkm an sh ip )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文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

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

(asymm etrica l respon 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

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军事遏制”② (periphera l m ilita ry con ta inm en t)和非军事“政治攻势”这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其

中, 划定“遏制线”、组建军事联盟体系和实施大规模核报复是“边缘军事遏制”的三个重要方

面,而自我克制、准备谈判、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③ 和总统的最后决策权则属于非军事

“政治攻势”的范畴。对这两个方面的整体运用,保证了“战争边缘”政策遵循着遏制的逻辑,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是,由于“战争边缘”政策过于凸现“边缘军事遏制”部

分,特别是把非军事“政治攻势”置于“边缘军事遏制”的附属地位,结果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不

仅与其东亚政策极不协调,而且也损害了“新面貌”(N ew L ook)战略提出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取

最大威慑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文章特别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台湾海峡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

果进行了探讨,指出其结果是给自己制造了“绞索”。为摆脱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两难境地,艾

森豪威尔政府转而更加积极地推行“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的政策,从而使得中美台关系错综

复杂。在反击美国“战争边缘”政策、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中国注意将对台斗争与对美斗争、

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台斗争实行“政治挂帅”,不单

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 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利用矛盾,在反对美国分裂台湾的问题上实现

了海峡两岸的“合作”。文章最后在结论中指出,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无法在“边缘军事遏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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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找到平衡点,“战争边缘”政策的效用日益受到质疑,其最终被抛弃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

一

1953年 1月 20日,在两党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激烈辩论中,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总

统,并随即在 2月 2日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要推行与民主党杜鲁门政府截然不同的国

家安全战略。在咨文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自从 1945年胜利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尝试和失

望的痛苦阶段”,“从这代价高昂的经验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自由世界不能无限

期地处于麻木紧张之中,这样做就是永远让侵略者选择使我们遭受最大伤害的 (进攻)时间、地

点和手段,而他自己只付出最小的代价。”艾森豪威尔称,新政府“已经开始确立一种新的、积极

的对外政策”①。

与杜鲁门政府倾向于“对称”(symm etrica l)反应相反,艾森豪威尔政府选择了“不对称”反

应,明确反对那种动用一切手段保卫美国安全的做法,其理由如下: 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要求美

国准备“在北极和热带,在亚洲、近东和欧洲动用海军、陆军与空军力量; 用旧式的和新式的武

器”进行战斗,结果将不能保证不会因此而加重财政负担,而“如果经济稳定被破坏了,一切都

将被破坏”②; 如果美国奉行的“国际主义”(in ternat ionalism )外交政策的代价是无限制的牺牲

的话,美国人民可能为孤立主义所诱惑,而“退回我们自己边界后面的想法都必定会给美国带

来灾难”③; 最重要的理由则是相信“如果我们必须生活在永久性动员状态之下,我们的整个民

主生活方式就会毁于这一过程”④。

虽然意识到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也不愿相应限制或缩小美国的战略

利益。为在二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大平衡”思想,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53号文件里用明确的语言表述为:“对美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的生存有两种主要威胁: 一、苏

联领导的共产党世界的可怕力量和侵略政策;二、因持久反对苏联威胁而导致的对美国经济的

严重削弱”。“美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使这两种威胁带来的风险得到适当的平衡”⑤,为此,达

成一项既能有效对付共产主义威胁又能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避免动摇我们的价值观念

和赖以生存的制度”的战略⑥,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头等重大任务。以艾森豪威尔“大平衡”

思想为指针,基于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理论,“新面貌”战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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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主要依赖至关重要的核武器以及联盟、心理战、秘密行动和谈判等方法,以大规模报复相

威胁,以自己的强项对敌实施不对称攻击,求得以尽可能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共产主义尽可能最

大的威慑①。

根据“新面貌”战略的总体部署,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即: 虽然认为东亚没有欧洲重要,但艾森豪威尔大大提高了东亚在美国全球

战略中的地位; 提出“东亚整体”观念,以寻找一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全面性的政策; 指出中

国是东亚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华政策不仅要解决有关的中国问题,而且还必须对整个东亚政

策具有战略指导意义②; 不准备打地区性地面战争,强调以大规模报复力量所具有的强大威慑

来加强地面防御;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奉行“边缘军事遏制”政策;组建远东军事联盟体系,

并准备使用美国的权势和影响遏制所谓的红色浪潮。

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战争边缘”政策出笼了。

二

正如一位学者所述:“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认为,它有能力在整个东亚获得长期的战略和政

治优势地位。它谋求最大的权力,并且充当了地区警察的角色,决心不让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

挥任何作用,一心想粉碎对美国权力构成的一切挑战。”③

所以,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下述政治见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美国认为,一个强大

的、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大国结构和力量均势;其次,艾

森豪威尔政府认为,“来自中国的风险比来自苏联的更大一些,我们不能假定战争不会在台湾、

越南、朝鲜这 3个危险地带的任何一点爆发”④; 第三,担心中国的挑衅将拖住美国的力量,结

果是:“如果我们将有一个全面的战争的话,总统宁愿同俄国进行,而不是中国。俄国能在自己

不卷入的情况下帮助中国战胜我们,而总统宁愿‘擒贼先擒王’”⑤。为此,新政府决定采取一种

不同于杜鲁门政府那种简单反应的对华政策。这项新政策首先要划清与杜鲁门政府的界限,体

现共和党政府更加坚定的对“赤色中国”(R ed Ch ina)的不妥协精神; 同时还要如杜勒斯所说,

美国的政策应坚定地面对威胁性的侵略,倡导集体领导,既要避免侵略,又要使发生战争的可

能性降到最低程度⑥。这就是对华“战争边缘”政策,它达到了遏制政策的极致,符合艾森豪威

尔政府的大战略目标,而且也充分体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下述思想:加剧共产党中国和苏联

之间紧张关系及加剧共产党中国困难的最好的方法在于保持对中共最大的压力而不是减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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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压力①。

为了防止上述三个方向的战争威胁,杜勒斯称,不仅要把朝鲜、中国和印度支那看作是一

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西方还应该在东亚的“中心建立某种威慑力量,以此减少在

朝鲜和印度支那不断增加的压力”②。虽然中美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但杜鲁门时期的经验,特别

是朝鲜战争说明,与中国打一场局部战争是不可取的,更不用说因此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同时,

美国认为,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全面复兴之前,美国将不得不通过炫耀军事实力和加强政治

攻势来发挥作为主要平衡者的作用,以保持远东的均势。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美国

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的威慑和防止东亚边缘小国与中国联盟

而进一步加剧因中苏结盟所造成的地区力量失衡。据此,“战争边缘”政策始终避免只采用“唯

一”的威慑手段——大规模核报复,而是包含了“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两个有机

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边缘”政策与其说是体现了杜勒斯的“不对称”思想,倒不如说是

遵循了遏制的逻辑。

作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边缘军事遏制”首先就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

即沿着朝鲜半岛 38度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 17度线,划出一条所谓的“遏制线”。美国不仅想

借此包围、孤立中国,而且还希望向中国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美国将对“遏制线”以外地区承

担起防务义务。换言之,中国对上述“自由世界”的军事威胁或军事进攻,包括得到中国支持的

地区暴乱,均将遭到美国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在朝鲜半岛,以美国为首的参加朝鲜战争的 15个

国家签署一份宣言警告中国说,如果再次发动“侵略”,它可能导致战争行动不可能仅限制在朝

鲜半岛范围内③。在印度支那,艾森豪威尔则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并声称:“在今天的情

况下,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将是对整个自由社

会的一个严重威胁。对此,美国不能采取消极接受的立场,而应该用统一的意志,必要时应以统

一行动来对付它。”④ 在台湾,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承担所谓的“防卫”义务。

其次,与地处中国边缘地带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多边或双边的军事同盟体系是“边缘军事遏

制”的主要内容。在不准备打全面战争甚至是地区性战争的情况下,着眼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取

最大威慑的战略目标,美国一方面不再把主动向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作为一项政策选择⑤,另一

方面又需要利用盟国的人力支持,以联合行动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 此外,同盟也为其

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提供必须的法律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些边缘地带的“非共产党国

家或地区渐次落入中苏阵营,这将孤立美国和改变世界均势,从而危及美国打赢全面战争的能

力或危及它不削弱其基本制度而保持充足防御的能力”⑥。1954年杜勒斯在《外交》季刊上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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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联盟放在核威慑力量之前视为“保障自由国家安全的基石”①。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号

文件也提出,新的联盟政策要求做到“真诚地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

盟必须扎根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②。据此,美国与

韩国签署了安全协议,发起并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

1956 年 4月,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 (W alter S. Robertson)总结说:“我们远东政

策的基本目标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为,加强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力量和阻止共产主义的

扩张。共同防御计划是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③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美国认为,以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为坚强后盾的“战争边缘”政策,不

仅使杜勒斯“不对称反应”理论切实可行,而且能够达成最佳的遏制效果,能够最大地满足政治

上的需要。1953年 12月在联大发言中,艾森豪威尔明确宣称:“在我国武装部队中, (原子武器

的)发展已使得这些武器实际上具有了常规地位。在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能

够把这些武器投入军事性使用。”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号文件说:“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

把核武器看作是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⑤ 但苏联核力量的增长使得全面战争对任

何一方都越来越成为灾难,把诉诸全面战争作为对地区性侵略的制裁也就越来越不可信。艾森

豪威尔还意识到,如果使用了核武器,在世界其他地方将会产生一股强烈的、普遍的反美情绪。

更为关键的是,总统不能确保核打击行动可在地理上和时间上进行限制,结果将不得不接受更

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甚至引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虽然上述制约因素决定了核武器主要是一种威

慑手段,但这并不妨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艾森豪威

尔虽不能确定核打击是否能在事实上结束战争,但他愿意让人知道美国现在重视核武器的作

用;在台湾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有意识地让外界知道使用核武器正在美国的考虑之中⑥。

划出“遏制线”承担防务义务、组织军事联盟体系和推行“大规模核报复”战略,不可避免地

潜藏着美中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而且冲突还可能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杜勒斯也称:“我们被

带到了战争的边缘。能够到战争的边缘而又不陷入战争是必要的艺术。如果你不能掌握它,你

就不可避免地将跌进战争。如果你试图逃避战争, 如果你害怕被带到战争边缘, 你就失败

了。”⑦ 那么怎样做到既走到战争边缘又不跌入战争同时又不损害获取最大威慑这一战略目标

呢?非军事“政治攻势”完善了“战争边缘”政策,特别是修正了“边缘军事遏制”通过发出造成破

坏性的威胁实现遏制的某些不足。

“非军事政治攻势”首先表现为自我克制。“用不合逻辑的限制来向对方表达自我克制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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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别有效”①。为了防止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进行威慑时,双方都要有一种默契,不越出一

定的范围,避免发出最后摊牌的愿望。1958年金门事件中,中美双方自我克制不是根据明白的

协议,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些限制。正是双方都希望规定限制,美国在推行“战争边缘”

政策时才没有跌入战争。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规定限制不是无限度的,而是有一条明确

的底线,即美国所划定的所谓“遏制线”。可见,美国自我克制的目的是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

取最大限度的威慑创造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

“自我克制不论是否合理,只有在双方了解彼此的意图并互相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

用”②。所以,非军事“政治攻势”要求在发出军事威胁的同时,也要准备进行谈判。在朝鲜半岛,

当得知李承晚于 1953年 6月单方面“释放”战俘时,美国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及时消除了中朝方

面的猜疑,避免了一场战争危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最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两次台湾

海峡危机中,美国也与中国进行了非正式大使级谈判。这样,中美或以多边谈判的方式,或通过

中美非正式大使级谈判,向对方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各自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问题

上的基本立场和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因此,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③。但是,

美国进行谈判的目的不是追求缓和,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要造成一种僵局。正如约翰·

加迪斯所述,艾森豪威尔常常把谈判作为促成其他遏制手段 (核威慑、联盟、心理战和秘密行

动)达成遏制目标的一种方法,而不是通过谈判本身来实现遏制的目标。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执

政时期,美国政府不能把握谈判的时机并真心实意地投入到谈判中去④。

在非军事“政治攻势”中,不肯定性威慑也被广泛运用,并突出地表现在台湾问题上。那么,

何谓不肯定性威慑呢? 对此,基辛格作了如下精辟的论述:首先,就是要使对手 (1)对于我们是

否准备抵抗不能肯定, (2)对于我们抵抗的程度或方法不能肯定;其次,设定的“可以容许的”不

肯定范围“最低的限度必须不包括让步或进行微弱的抵抗以至鼓励侵略的可能性。最高的限度

必须不发出使人相信或者如果被人相信会引起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威胁”⑤。这样一来,不仅侵

略者难于进行 (得与失)估计,又可避免使用武力,从而达到威慑的效果。在台湾问题上,由于金

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这就使得美国在台湾海峡划定“遏制线”时

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美国明确地宣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属于“遏制线”以内并因此承担

协防义务,那么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危险将大大上升,而且还不能保证中美间军事冲突会限制

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上; 如果排除之,又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心理后果。1954年台海危机

爆发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军政首脑在沿海岛屿防卫问题上陷入了空前的僵局。为了既不捆住美

国的手脚,又不给沿海岛屿带来危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美国最终决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有

意识地追求不肯定性的威慑效果,目的是使中共难以估计美国军事介入的程度和方法,从而增

加做出解放沿海岛屿决定的困难。1955年 1月美国国会通过的《福摩萨决议案》和 1955年 3

月生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对“防卫”沿海岛屿的表述,以及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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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无不遵从不肯定性威慑的方针。

有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在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和主张和平的两派压力下左右摇摆,最后

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做出其倾向后者的戏剧性决定①。1954年台海危机中,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

席雷德福提出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中国大陆进行空袭,包括投掷原子弹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这

一建议。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中国,我们将无法限制我们的军事行动, 就像在朝鲜一样。”②

1958年危机中,蒋介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艾森豪威尔授权第 7舰队司令官和美国空军在

万一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时可以紧急行动支持国民党军队。对此,总统坚持要

由他本人随事态发展做出估计,由他亲自决定对美军的使用。总统的最后决定权确保了“战争

边缘”政策被作为一种压力来使用,确保了政府在高度紧张的军事对抗中可以适时地采取非军

事“政治攻势”这一替代手段,防止跌入战争。

总统的最后决定权还表现在对东亚盟国及台湾地区行为的控制上。杜勒斯在国家安全会

议上承认,一旦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除了李 (承晚)和蒋 (介石) ,全世界就会谴责我们,美国人

民的大多数也会谴责我们”③。为防止被盟国拖入战争,美国十分注意约束东亚盟国及台湾地

区的言行。在朝鲜半岛,美国对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言论感到不满。国务卿杜勒

斯明确表示,他不能同意韩国总统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导致了《朝鲜停战协

定》失效的意见,强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重启战端是正当的④。在印支地区,美国坚持集体

安全体制,强调要有盟国特别是英国的联合行动,排除了单独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在

台湾海峡,艾森豪威尔承认自己的责任是沉重的,并决心去抑制蒋介石⑤。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多次走向战争边缘。1953年 6月发生的李承晚“释俘”事件“不

仅有使停战告吹的危险,还可能导致战争恢复和扩大为新的世界冲突”⑥,这也就是杜勒斯所

称的朝鲜战争扩大的问题; 1954年美国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 1954年和 1958年两次台海

危机。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最容易引发战争的地区首先不是朝鲜半岛和

印度支那,而是在台湾海峡。在朝鲜半岛,《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北南双方沿 38度线实

现了停火,半岛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虽然朝鲜问题远未解决,但军事斗争已让位于政治斗争,中

美在朝鲜半岛再次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在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力求避

免美国可能的直接军事干预。由于得不到印支国家和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

最终也放弃了进行直接干预的军事冒险政策。相比之下,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却存在迫在眉睫

的直接军事冲突的危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西博尔德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

指出,中共针对沿海岛屿的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使美国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么允许这些

岛屿丢失,要么在没有盟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⑦。为摆脱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困境,艾森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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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政府采取了“不肯定性威慑”和“两个中国”的两手政策。

三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想法是:“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

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①。显

然,“战争边缘”政策是美国夸大中国威胁,同时无视中国对维护自身安全的正当诉求的结果,

它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新中国的极端仇视和对自身实力的迷信,也反映了当时美中力量对比

极不对称的客观事实。

“战争边缘”政策以核威慑为依托,通过多边或双边安全安排来实施。由于军事联盟体系是

该政策的基石,结果一方面美国远东的盟友,特别是蒋介石、李承晚,均抱有拖美国下水的战略

企图; 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方盟国无不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

的全球战略也不允许美国陷入远东事务之中,故“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一种心理战,它不突出

纯粹性的军事安排。在历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的

整体运用,充分说明了“战争边缘”政策遵循的是遏制的逻辑,隐含着冷静和自我克制。后来,在

自己的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自诩其“战争边缘”政策是其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

“战争边缘”政策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它比较成功地在中国周边组建起一个反华军事同盟体

系,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华遏制的效果,并成为促使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外部因素。

但是,“战争边缘”政策毕竟过于凸显“边缘军事遏制”,它使美国而不是地处中国边缘的国

家处于遏制中国的第一线,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

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现有的对中国的边缘军事遏制政策,

我们将发现迟早都会与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就要修改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

愿意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战争。”② 此外,“战争边缘”政策在政治上也是失分的。

由于“战争边缘”政策的另一半——非军事“政治攻势”被置于“边缘军事遏制”的附属地位,结

果使得中美紧张对抗中的非正式大使级谈判根本无法化解危机,更不用说消除中美间敌对状

态了。在遏制的逻辑下,由于无法在“边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战

争边缘”政策不仅与美国的东亚政策极不协调,而且也损害了“新面貌”战略提出的以最小的代

价获取最大的威慑这一总的战略目标。

艾森豪威尔对华“战争边缘”政策能否获得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也取决于中国做出

何种程度的反应。毋庸置疑,“战争边缘”政策不仅过于僵硬,它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

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地区,美国玩弄“战争边缘”政策不仅是对中国主权和

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由于美国对所要“保护”的沿海岛屿有意采取模糊的立场,刻意追求不肯

定性的威慑效果,结果使得艾森豪威尔时期中美台关系变得错综复杂。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

中国没有屈服,而是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为粉碎美国玩弄的不肯定性威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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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中国政府进行了果断而又适度的军事斗争。特别是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在美国国

防部 9月 3日发表声明声称美军已经做好军事介入准备的次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的领

海为 12海里,从而将金门包括在领海范围之内①。这样,通过对金门实施“谈谈打打”、“打打停

停”的战术,中国弄清了美国在台湾和金门马祖问题上究竟准备介入多深,其长远的战略意图

究竟是什么。9月 30日,毛泽东主席指出,大体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要保金门,

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②。实际上,鉴于在台湾问题

上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巨大风险,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美国就压蒋介石从金门撤

军;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后期,美国更是热衷于制造“两个中国”,以摆脱不肯定性威慑给自己造

成的困境。为粉碎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让美国从自己制造的“绞索”中脱身,

同时考虑到海峡两岸都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中国转而实施了“联蒋抗美”的方针③。在反

对美国“战争边缘”政策、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中,中国始终注意把握以下几点,即: (一)不怕

压,不信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特别是注意将对台斗争与对美斗争、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有机结合起来; (二)对台斗争实行“政治挂帅”,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

题,始终坚持以政治挂帅军事④; (三)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通过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充分利

用矛盾,为我所用,推动并实现了海峡两岸在反对美国分裂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上的“合作”。无

疑, 20世纪 50年代对台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斗争艺术对今天我们进行的维护祖国统一、反

对台独的斗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正如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所说,“战争边缘”政策是一门领导艺术,其困难在于怎样在“边

缘军事遏制”和非军事“政治攻势”之间寻找平衡点。实际上,在 20世纪 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

府并未能很好地在二者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反共产主义政治理念、国内浓厚的反华气氛、中美

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事实、台湾问题的特殊性、“新面貌”战略本身的缺陷、中国政府和美国东

亚盟国的反应,不可避免地导致艾森豪威尔在决策时左右摇摆,“战争边缘”政策的效用倍受置

疑,其最终被抛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作者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讲师。南京 210039 ]

(责任编辑:高国荣)

33遏制的逻辑

①

②

③

④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 12月 24日。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 12月 24日。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2年版,第 81—82页。

《人民日报》1958年 5月 9日。


